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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服务经济时代,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内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并不必然能够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这取决于数字经济对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影响程度。 其次,本文利用 2011—2019 年中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服

务业“成本病”问题。 但是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

高、规模较大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较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实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数字经济　 服务业　 成本病　 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2. 9;F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10-0054-2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当前服务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服务经济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国民经济高质量

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由于服务业存在“成本

病”问题,在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低的内在力量[1]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

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特征,这种观点似乎得到印证。 然而,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

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全球资源重组和经济结构的重塑,数字经济已然成

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 。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更为服

务业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经济社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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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变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

服务业运行模式、要素配置与要素生产率的全面变革。 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所具备的连通性、协同性、以
数据为载体的知识和技术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性,以及突破服务贸易的时空交易障碍等特性,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传统服务业高成本、低效率、不可储存、不可远距离贸易等特点[3] 。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

优化要素配置、赋能劳动要素,推动服务业发生效率变革[4] ,促使服务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进而为

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提供了可能。 那么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帮助服务业缓解甚至克服

“成本病”问题,进而打破“服务经济时代是低增长时代”这一“魔咒”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这不仅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是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鲍莫尔( Baumol,1967)在运用两部门(技术进步部门和技术停滞部门)非均衡模型研究美国经济增

长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成本病”理论[5] 。 该理论指出,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

长相对滞后,在劳动要素自由流动、两部门工资同时变动的条件下,劳动要素会不断流向服务业部门,最
终使得服务业部门生产成本、服务产品价格不断上升。 富克斯( Fuchs,1968) [6] 和鲍莫尔等( 1985) [7] 的

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学术界将二人的研究成果称为“鲍莫尔-富克斯假

说” ( Baumol-Fuchs
 

hypothesis) 。 之后,随着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在“鲍莫尔-富克

斯假说”的基础上对服务业“成本病”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些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发

展特征从不同视角对鲍莫尔两部门非均衡模型进行修改和拓展[8-10] ,进而分析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

性。 恩盖和皮萨里德斯( Ngai
 

&
 

Pissarides,2007)将部门数量扩展至 m 个,并假设每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率不同,仍然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 [11] 。 还有一些学者运用研究对象国家的服务业相关数据从

实证角度来剖析“成本病”问题,这一类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 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在

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成本病”问题[12-16] 。 程大中(2004)利用中国 1978—2000 年服务业的相关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以及劳动增加值偏低的现象,符合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相关结论[12] 。 邱小欢(2010)基于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视角对中国东部地区

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进行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滞后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增速,呈现出

明显的“成本病”特征[17] 。 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并非所有国家[18] 、所有细分的服务业[19-20] 都存在

“成本病”问题:马罗托-桑切斯和夸德拉多-罗拉( Maroto-Sánchez
 

&
 

Cuadrado-Roura,2009)通过对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有些服务业如运输服务、金融服

务、通信等行业的生产率甚至超过制造业[19] ,这说明从服务业内部来看,未必所有的服务业都存在“成本

病”问题。 李建华和孙蚌珠(2012)将服务业分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认为“成本病”只

存在于不可标准化的服务业中[20] 。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21] 、产业融

合[22] 、全球化分工[23] 等可以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进而缓解服务业“成本

病”问题。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组织模式、产

业效率等都发生巨大变化。 围绕着数字相关技术对企业生产和产业组织的颠覆性变革及其对生产率的影

响,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 不少学者指出,数字技术在服务业中的渗透与应用,推动传统服务业向

现代服务业转型[24] ,改变服务业特征并降低了劳动异质性[25] ,促进服务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26] 、推动服务

业结构升级[27-28] ,提升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29] ,这些研究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开辟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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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部分学者采用理论演绎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影响。 江小涓(2021)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

可以改变传统服务业“结果无形、生产消费同步、不可储存、个性差异”等特点以及服务业生产效率低这一基

本性质,进而有助于克服“成本病” [30] 。 李晓华(2022)认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结构效应、赋能效应和规模经

济三方面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克服服务业“成本病” [4] 。 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证研究视角分析数字技术

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服务业生产率以及“成本病”之间的联系。 卡索拉罗和戈比( Casolaro
 

&
 

Gobbi,
2007)基于意大利银行业相关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29] 。 尚文思(2020)将“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引入生产函数来分析新基建对生产性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的影响,认为“新基建”在提升服务业生产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1] 。 特里普利特和博斯沃思

(Triplett
 

&
 

Bosworth,2003) [32]以及雷小清(2011) [33] 将资本投入分为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和非 ICT 资

本,认为 ICT 资本投入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对制造业的贡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

服务业“成本病”。 庞瑞芝和李帅娜(2022)运用 2011—2019 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数字

经济可以通过调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生产率而起到缓解服务业“成本病”的作用[34] 。
纵观现有相关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但鲜有从理

论模型视角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内在机理;其次,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成本病”
关系的研究多是基于服务业单一部门展开讨论,而将服务业部门、制造业部门放入统一框架的多部门研究

相对较少;再次,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有些学者假设单一要素投入①,只考虑了劳动生产率,但在实践

中,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只考虑单一要素(劳动)生产率失之偏颇,有必要从多要素

投入视角对生产率进行衡量。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突破:第一,构建理论模型,采用一般均

衡分析方法探讨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理论机制,从理论层面打开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
的“黑箱”;第二,将研究范围由单一部门拓展为多部门,将制造业、服务业同时纳入到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

“成本病”的理论模型中,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和制造业 TFP 增长率变动从而对

服务业“成本病”问题的影响。

　 　 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业“成本病”:特征事实

　 　 (一)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服务业“成本病”特征显著

首先,从服务业“成本病”的成因看,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速。 图 1 汇报

了 2011—2019 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马姆奎斯特( DEA-
Malmquist)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图 1 中虚线代表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滞后于

实线代表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表明中国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与鲍莫尔(1967) [5] 两部门模型理论预测

的服务业“成本病”形成原因相一致。 其次,从“症状”来看,中国服务业也呈现出“成本病”特征。 一是劳动

要素不断流向服务业部门,二是中国服务产品价格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中国统计年鉴(2020)》相关统计

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就业份额不断增加,并于 2011 年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份额;服务业价格

指数的上涨幅度也远高于国民经济价格指数和制造业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 这表明中国服务业已经呈现

出明显的“成本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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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鲍莫尔(1967)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假设生产过程中只投入劳动一种要素[5] ,故本文在分析“成本病”问题时只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生

产率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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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数字经济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0 年)。

　 　 (二)数字经济下中国服务业发展趋

势与特征

　 　 1. 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于第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 2021) 和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一是数字经济在第三产业中的渗

透率要明显高于其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

的渗透率;二是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相关岗位数量要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

数字化转型相关岗位数量,2018 年第三

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岗位为 13
 

426 万个,而第一、第二产业的相关岗位分别为 1
 

928 万个和 5
 

221 万个。
从数字经济在产业中的渗透率以及数字经济的就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要高于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
2. 数字经济下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呈现上升趋势

伴随着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如图 1 所示,随着数字经济

发展,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断提升,并且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图 1
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这表明伴随着数字经

济发展,引起服务业“成本病”的动因有不断弱化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较明显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速,进而能够缓解服务业“成本病”,但是考虑到现实经济的复杂性,还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一步探析数

字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缓解甚至治愈服务业存在的“成本病”。 若能缓解,那么数字经济缓解服务业“成本

病”的机制路径是什么?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市规模等是否会影响数字经济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作用的发挥? 下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三、理论模型

　 　 (一)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内涵非常广泛。 本文数字经济的本质内涵是指应用数字化相关技

术及产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即数字技术的应用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 进一步而言,数字经

济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过程是以数字平台、大数据、产业互联网和产业应用软件及管理系统等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改变、赋能和重塑生产要素的过程。 在这一数字化的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不仅对传统要素

投入规模和结构、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还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赋能,被数字化赋能后的生产要素与传统

生产要素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而数字经济对生产要素规模、结构、配置效率、赋能等方面的影响最终可

以通过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体现。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影响劳动要素:一是数字经济对劳动投入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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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会取代生产过程中部分从事重复性、简单性工作的低技能

劳动,还会创造出一些软件编程、网络工程师、数据分析、数字技术研发等高技能工作岗位[35-37] ,从而对生产

及服务提供过程中劳动力投入结构产生影响。 同时,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对高度依赖自

动化或标准化流程的行业劳动力投入规模带来较大冲击[38] 。 二是数字经济赋能劳动要素,提升劳动力整体

技能和产出效率[39] 。 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化管理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劳动者适应和学习、
应用和扩散新技术的能力,提升劳动者工作经验和技能,数字技术还可以辅助劳动者完成复杂类工作,有效

提升劳动生产率[37-42] 。 三是数字经济可以缓解劳动要素错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大数据、云平台、互联网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劳动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突破信息获取的时空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摩擦

和误判,实现人职精准匹配,有效提升劳动要素配置效率[43] 。
数字经济影响资本要素的途径主要有:一是降低资本使用摩擦,优化资本在不同行业间或者同一行业

内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提升资本要素在企业间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 借助大数据、云平台、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在搜集、处理、整合信息流方面的优势,资本要素的供求双方能够较为精准地识别和匹配资本要素的需

求和供给,缓解资本配置存在的摩擦和时空约束等问题,拓宽资本要素配置范围并提升资本要素配置效

率[43] 。 二是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重塑了生产和服务

提供过程中的资本要素,使得传统经济形态中的资本要素转化为数字技术赋能后的资本要素[39] 。 数字化赋

能后的资本要素能在多个层面实现互联互通,如机器与机器对话、人机对话、机器与系统对话等,这种多层

面的互联互通能够有效优化生产和服务提供流程,降低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资本边际产出,从而有效

提升资本要素生产效率[44] 。 三是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会不断迭代升级现有生产流程,替代现有非

智能化生产设备、流水线及厂房等实物资本,通过生产设备、生产流程的不断迭代更新,提升资本要素的生

产效率、产出能力和水平[45-46] 。

　 　 (二)模型构建

依据前面理论分析,本文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赋能型或者要素拓展型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在生产和服

务中的应用导致传统生产要素发生系统性变革,数字化赋能后的劳动和资本要素与传统要素相比,产出能

力和生产率发生很大改变。 据此,本文在柏培文和张云 ( 2021) [47] 以及赫伦多夫等 ( Herrendorf
 

et
 

al.,
2018) [48]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鲍莫尔“成本病”理论中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和两部门工资同时变动的理论假

设,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一般均衡模型。 假设总体经济包括生产和消费两大部门,生产部

门为产品供给方,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类产业;消费部门为产品需求方,主要是指家庭部门,同时家庭部

门还为生产部门提供劳动力和资本。
1. 生产者行为

借鉴柏培文和张云(2021) [47]的做法,假设生产部门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产业部门构成,每个产业部

门分别由一个代表性企业进行生产,并采用常替代弹性(CES)生产技术进行生产。 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 j =A j

é

ë

ê
ê
ê
α

1
σj
j (HγK j)

σj-1

σj +(1 -α j)
1
σj(HδL j)

σj-1

σj

ù

û

ú
ú
ú

σj
σj-1

(1)

其中, j ∈ {m,s} 表示制造业或服务业,Y j、K j 和L j 分别表示 j 产业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参数

A j > 0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H 为数字经济指标,由前面相关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最终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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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产要素层面,故本文以数字经济指标与生产要素相乘的形式将数字经济指标引入生产函数中。 将数字

经济对资本、劳动要素投入结构、规模、效率、赋能等方面的综合影响简化为 γ 和 δ ,即 γ ≥ 0 表示数字经济

对资本要素的综合影响, δ ≥ 0 表示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综合影响。 参数 σ j > 0 为常数,表示资本和劳动

的替代弹性;参数 0 <α j < 1 为常数,表示资本收入份额。 同理, 1 -α j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相对而言,制造业

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服务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有 σm < σs,αm > αs 。
用 P j、R j 和W j 分别表示产出价格、资本租金和劳动力工资,则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R jK j =P j(A j)
σj-1

σj Y
1
σj
j α

1
σj
j (HγK j)

σj-1

σj (2)

W jL j =P j(A j)
σj-1

σj Y
1
σj
j (1 -α j)

1
σj(HδL j)

σj-1

σj (3)
2. 家庭消费行为

市场中除了生产部门外还存在大量家庭部门,这些家庭部门一方面为生产部门创造了大量消费需求,另一

方面又为生产部门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和资本。 假定家庭部门由一个代表性家庭刻画,其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 t
λ t C1-η

t

1 - η
(4)

其中,时期 t = 0,1,2,…。 参数 0 < λ < 1 为常数,表示时间贴现因子。 参数 η > 0 为常数, 1
η

为跨期

替代弹性。
此外,本文借鉴赫伦多夫等(2018) [48]的模型,将消费需求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制造品的需求,二是对服

务的需求,即将消费需求 C 分为制造业产品的消费 Cm 和服务业产品的消费 Cs ,消费需求 C 满足:

C =
é

ë

ê
ê
ω1 / εC

C C(εC-1) / εC
m +(1 -ωC) 1 / εCC(εC-1) / εC

s

ù

û

ú
ú

εC
εC-1

(5)

其中,参数 0 < ωC < 1 为常数,表示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在家庭消费中的替代弹性。
设家庭在每一期持有 K 单位资本,获得相应的租金收入 RK;提供 L 单位劳动,获得相应的工资收入 WL。

家庭还需要缴纳必要的总量税 T, 并将税后收入用于消费(C)和储蓄(S),储蓄(S)将形成投资( I),成为生

产部门资本投入的主要来源。 家庭预算约束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CmPm +CsPs +Ik = RK + WL - T (6)

K′ = (1 -δK)K +IK (7)
 

其中, δK 表示资本折旧率,
 

0 < δK < 1 且 S = I。
求解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欧拉方程和消费结构:

C -

(C′) - =
[ωP1-ε

m + (1 - ω)P1-ε
s ] 1 / (1-ε)

[ω(P′m) 1-ε + (1 - ω)(P′s) 1-ε] 1 / (1-ε) (8)

CmPm

CsPs

=
ωC

1 -ωC

Pm

Ps
( )

1-εC

(9)

家庭部门闲置的大量资金并非直接投入生产部门,而是通过中间投资部门将资金投入生产过程。 中间

资本部门一方面从家庭部门吸纳大量闲置资金形成投资 I, 另一方面将这些投资全部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生产过程。 本文借鉴郭凯明等(2020) [49]的研究将投资 I 分为两部分,即用于制造业部门的投资 Im 和用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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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部门的投资 Is, 则投资 I 满足:

I =
é

ë

ê
ê
ω1 / εI

I I(εI-1) / εI
m +(1 -ωI)

1 / εII(εI-1) / εI
s

ù

û

ú
ú

εI
εI-1

(10)

求解投资部门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
 

ImPm

IsPs

=
ωI

1 -ωI

Pm

Ps
( )

1-εI

(11)

3. 市场均衡

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处于出清状态,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可知,产品市场出

清时满足以下等式:

Y j =C j +I j (12)

其中, j ∈ {m,s} 表示制造业或服务业。

要素市场出清意味着总资本和总劳动将全部用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生产,即满足如下条件:

K =Km +Ks (13)

L =Lm +Ls (14)

为清楚地展示数字经济在供给侧的影响,本文对需求侧的模型进行简化,假设 ωC =ωI = ω,εC =εI = ε。

则由式(9)、式(11)和式(12)可得:

PmYm

PsYs

= ω
1 - ω

(
Pm

Ps
)

1-ε

(15)

　 　 (三)模型求解

根据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且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资同时变动,即:

(Am)
σm-1

σm Y
1
σm
m (1 -αm)

1
σm(HδLm)

σm-1

σm

Lm

=
(As)

σs-1

σs Y
1
σs
s (1 -αs)

1
σs(HδLs)

σs-1

σs

Ls
(16)

式(16)两边取对数并进行全微分,并将式(6)代入化简可得:

d(lnAm - lnAs)
dlnH

= (δ - γ) ε
ε - 1

( 1
σm

- 1
ε

)αm - ( 1
σs

- 1
ε

)αs
é

ë
êê

ù

û
úú (17)

其中, lnAm - lnAs 表示制造业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恰好符合鲍莫尔

(1967) [5]关于“成本病”成因的分析。

由式(17)可知,存在两种可能:一是
d(lnAm - lnAs)

dlnH
> 0, 即 lnAm - lnAs 随着 lnH的提升而提升, lnAm - ln

As 提升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扩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加剧,意味着数字经

济的发展会加重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二是
d(lnAm - lnAs)

dlnH
< 0, 即 lnAm - lnAs 随着 lnH 的提升而下降,

lnAm - lnAs 下降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得到

缓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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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假设可知, σm < σs , αm > αs , 0 < ε < 1,故
d(lnAm - lnAs)

dlnH
的正负取决于 γ - δ 的大小。

当数字经济同时对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影响时,即 δ > 0, γ > 0,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

响如下:

当 δ > γ 时,有
d(lnAm - lnAs)

dlnH
< 0, 即当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影响(δ)大于其对资本要素的影响(γ)

时,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nH)的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反之,当 δ < γ 时,有
d(lnAm - lnAs)

dlnH
> 0,即当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影

响(δ)小于其对资本要素的影响(γ)时,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lnH)的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加剧。
由前述假设可知,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故当 δ>γ 时,数字经济对劳

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其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进
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距缩小,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得到缓解。 当 δ<γ 时,数字

经济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可能要大于其对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作用,进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服务业“成本病”
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数字经济同时对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影响时(δ>0,γ>0),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

病”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加重或者缓解,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 如果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影

响程度大于其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那么数字经济将有助于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反之,如果数字经

济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程度,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加深服务业“成本病”。
但是现有相关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38] ,并且中国数字经济与不

同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当数字经济不同时影响劳动和资本要素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种特

殊情况:

(1)δ= 0,γ= 0,此时,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不产生影响。 由式(17)可知,
d(lnAm - lnAs)

dlnH
=

0, 即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会对服务业“成本病”产生影响。

(2)δ>0,γ= 0,此时,
d(lnAm - lnAs)

dlnH
< 0,即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劳动要素,会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

题。 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劳动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3)δ= 0,γ>0,此时,
d(lnAm - lnAs)

dlnH
> 0,即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资本要素,会加剧服务业“成本病”问

题。 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数字经济通过影响资本要素,会加剧服务业“成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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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角度来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即数字经济的发

展是加剧还是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制造业和服务业

TFP 增速之间的差距,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ΔTfpit =α0 +α1Digtit +α2X it + λ t +μi +εit (18)

其中, i 表示产业, t 表示时间。 ΔTfp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 TFP 增长率之差; Digtit 为核

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指标; X it 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 λ t 表示年份效应, μi 表示地区效应, εit 为随机误

差项。 式(18)为基准模型,反映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化( ΔTfpit)的影响。 若

变量 Digtit 的系数 α1 为正,则说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 TFP 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

断变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也随之加重;反之,若系数 α1 为负,则说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制造

业和服务业 TFP 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服务业“成本病”得到缓解。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差(ΔTfp)
参考现有文献[50-51] ,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主要采用 DEA-Malmquist① 生产

率指数法。 相对于其他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不需要预先设定生产函数,
可以弱化数据质量对结果的影响[51] ,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范围,能够更好地刻画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运用 DEA-Malmquist 方法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率恰好符合式(17)中对 lnAm - lnAs 的解释。 此

外,采用 DEA-Malmquist 方法对制造业和服务业 TFP 增长率进行测算时涉及产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等相

关指标,其中,产出分别采用各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并采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生产总值(GDP)

26

① 本文构建投入导向的 DEA-CCR 模型,原因在于本文:理论模型部分构建的 CES 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不变特征,为了保证理论模型与

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相一致,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 CCR 模型进行测算。 此外,由于本文旨在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通过生产要素投入对产

业生产率产生影响,而投入导向的 DEA-CCR 模型能够分析给定产出水平下,要素投入不同如何影响 DMU(决策单元)生产率水平,故在基准回

归模型中选择投入导向的 DEA-CCR 模型,通过 CCR 模型可以测算出每个 DMU 的效率值,如果该 DMU 的效率值等于 1,则可以认为该 DMU 处

于综合技术效率有效状态,效率值越接近 1,说明该 DMU 的相对效率越高。 由于 CCR 模型只能分析 DMU 相对于其他 DMU 的静态效率,而本

文需要测算出每个产业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故在 DEA-CCR 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测算服务业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动率,该指数可以更好地刻画效率的动态变化,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在 t 期技术条件下,从 t 期到 t + 1 期技术效率的变化值为: Mt =
Dt

C(xt+1 ,yt+1 )

Dt
C(xt,yt)

,

在 t + 1 期技术条件下,从 t 期到 t + 1 期技术效率的变化值为: Mt+1 =
Dt+1

C (xt+1 ,yt+1 )

Dt+1
C (xt,yt)

,

t 期到 t + 1 期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通过计算以上两个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得到: M( xt,yt,xt+1 ,yt+1 ) = (Mt ×Mt+1 )
1
2 =

Dt
C(xt+1 ,yt+1 )

Dt
C(xt,yt)

×
Dt+1

C (xt+1 ,yt+1 )

Dt+1
C (xt,yt)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2

。

其中, xtj = (xt1j,x
t
2j, …,xtmj)

T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在 t 期的投入指标值; ytj = (yt1j,y
t
2j, …,ytnj)

T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在 t 期的产出指标值;
 

Dt
C(xt,yt) 为 (xt,yt)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 Dt+1

C (xt,yt) 为 ( xt,yt)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 Dt
C( xt+1 ,yt+1 ) 为 ( xt+1 ,yt+1 )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

Dt+1
C (xt+1 ,yt+1 ) 为 (xt+1 ,yt+1 )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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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减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处理,以 2000 年为基期,资本投入分别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本存量来表示①,劳动

投入则采用分行业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作为代理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数(Digt)。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测度的常规做法是通过选取相关指标来量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状

况,但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省级层面,聚焦于城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尚未形成统一的

测度方法。 本文关于数字经济指数的测算主要借鉴黄群慧等(2019) [54] 、陈贵富等(2022) [55] 以及赵涛等

(2020) [56]的做法,基于数字经济内涵和本文的研究主题,并结合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从数字基础设施、数
字产业化两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来测算数

字基础设施;采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来测算数字产业化,并用变异系数法求

得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值,同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经济指数进行测算。
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关于“成本病”及服务业生产率相关领域的文献[2,34,50,57-58] ,本文主要选取以下变量来克服遗

漏重要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干扰:(1)政府财政支出(Gov),政府财政支出可以反映政府相关政策,进而反

映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程度,参考宋建和郑江淮(2017) [57] 、杨慧梅和江璐(2021) [50] 的做法,采用地方公

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有

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与之相适应,不同产业形态的生产率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参考庞瑞芝和李帅娜

(2022) [34]的做法,采用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表示;(3)国际贸易(Trade),用当年汇率核算的地区进

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50] ;(4)教育水平(Edu),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地区劳动力

整体素质,进而对产业生产率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城市中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所有在校人数的比值来表示;
(5)研发强度(R&D),采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从业人数与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比来表示[2,58] ;(6)城镇

化水平(Urb),采用年末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50] 。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了 2011—2019 年全国 24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文中所选指标的相关数据除了数字经济指数相关数据外,其余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库以及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EPS)数据库等,部分城市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临近年份均值法补

齐。 表 1 汇报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表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ΔTfp 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差 2
 

232 0. 020 0. 329 -9. 838 1. 216

Digt 数字经济指数,采用变异系数法求得 2
 

232 9. 733 0. 980 6. 848 13. 916

Gdp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取对数 2
 

232 10. 711 0. 577 8. 773 13. 056

36

① 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Kit = Iit + (1 -δi)Ki,t-1 ,Ki0 = Ii1 / (gi +δi)。 其中, Kit 表示 i 产业 t 期的资本存量, Iit
表示 i产业 t期的不变价固定资产投资,本文以 2000 年为基期,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54] , δi 为 i产业的资

本折旧率, gi 为 i 产业不变价固定资产投资集合平均增长率。 关于资本折旧率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借鉴现有相关文献,本文将服

务业的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4%[52] ,将制造业的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10. 9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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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名称 变量表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ov 政府财政支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 2
 

232 0. 201 0. 130 0. 044 2. 849
Trade 对外贸易水平,地区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 % 2

 

232 0. 167 0. 298 0 2. 491
Edu 教育水平,城市中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所有在校人数的比重 / % 2

 

232 0. 186 0. 123 0 0. 9171
R&D 研发强度,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从业人数与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比 / % 2

 

232 0. 016 0. 012 0 0. 091
Urb 城镇化率,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 % 2

 

232 54. 571 16. 424 20. 508 100

　 　 五、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本部分首先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汇

报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总体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 2 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

量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且为负,说明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互联网、人工智能、云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代替了生产过程中部分低技能劳动力并提升了劳动配置效率,同
时通过数字技术对劳动要素的赋能效应,提升劳动要素整体能力,通过多重效应叠加,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提

升了劳动的生产效率[35-36] 。 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

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距,能有效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即本文的假设 1 成立。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未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Digt -0. 097∗∗∗ -0. 099∗∗

( -3. 22) ( -2. 06)
Edu -0. 069∗

( -1. 85)
Gdp -0. 143∗∗

( -2. 02)
Gov 0. 020

(0. 15)
Trade -0. 024

( -0. 30)
Urb 0. 005

(1. 49)
R&D 1. 740∗∗

(2. 21)
常数项 0. 701∗∗∗ 1. 457∗∗

(3. 13) (2. 11)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232 2
 

232

R2 0. 234　 　 0. 289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小括号内数字为

经过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t 值,后表同。

　 　 从控制变量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区

教育水平的系数显著且为负,即经济发展水平和

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

不同的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 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传
统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占主导地位[59] 。 相较

于传统服务业,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更

大,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

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可能更大。 地区教

育水平的提升则有助于地区整体劳动素质的提

升,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地区劳动力素

质的提升有助于地区服务业生产率整体水平提

升。 而地区研发水平的提升倾向于加剧服务业

“成本病” 问题,这可能与中国研发密集型产业

存在制造业强而服务业弱这一特点有关[60] ,制
造业需要通过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而服务

业以提供服务为主,对劳动力的依赖度更强,需
要进行研发活动的产品或服务相对较少[61] ,故地区研发水平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而政府财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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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以及地区贸易水平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基础、人口规模、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数字经

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缓解作用的发挥,故本文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以及地区

服务业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来剖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主要采用交叉项方法进

行异质性分析[27,62] 。
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与之相适应。 由于不同的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对数字技术的敏感度不

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数字经济对地区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本文通过引入经济发展

水平虚拟变量(G)来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的差异。 根据地

区人均生产总值的中位数将总体样本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地区的虚拟变量 G 取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虚拟变量 G 取 0。 由表 3 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可知,
变量 Digt × G 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

作用更大。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通信服务、计算机服务、电子商务

等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在整个服务业中占比在逐渐提升,这类服务业相比于传统服务业数据要素

密度更高,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更大[31] 。 因此,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数字经济更容易发挥其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二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服务

业通常以零售、批发、餐饮服务等传统服务业为主,传统服务业具有劳动投入密度大、数据要素密集度相对较低

的特征,数字技术对其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较弱,这影响了数字经济在缓解传统服务业“成本病”方面发挥的作

用。 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较小。
2. 地区教育水平异质性

考虑到地区教育水平会影响劳动力整体技能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进而会影响数字经济在缓解服

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本文通过引入教育水平虚拟变量(E),来分析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

存在的差异。 本文依据地区教育水平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划分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
对教育水平较高地区虚拟变量 E 取 1,对教育水平较低地区虚拟变量 E 取 0,具体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变量

Digt×E 系数显著且为负,即在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更大。 究其

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更容易激发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提升作

用[63] ;二是较高的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地区劳动力整体技能,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对劳动密集

型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有利,进而使数字经济在缓解“成本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城市规模异质性

城市规模的大小不仅可以反映出该地区劳动力供给能力和水平,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潜力,
据此本文从城市规模差异入手来进一步分析劳动供给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方面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引入城市规模虚拟变量(C)来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①,对常住人口大于等于 100 万的城市的虚拟变量 C 取 1,对常住人口小于 100 万的城市虚拟变量 C 取

56

① 2014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以城区常住人口为依据,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 城区常

住人口 50 万及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及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及以下的城市为

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
 

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
 

000 万及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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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具体结果见表 3。 可以看出,在规模较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

用。 一方面,相较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大城市具备规模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吸

引力[64-65] ,而高技能劳动力更容易适应、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此外,大城市还拥有相对密集的科研院所和培训

机构,为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66] ,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发挥其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另

一方面,通常规模较大的城市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资源等相对完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更
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4. 服务业发展水平异质性

服务业发展水平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服务业内部结构,如当地教育、物流、通信服务、金融等服务业

的发展水平和特征,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差异对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融合和渗透会产生多方面影响,这会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据此,本文通过引入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

虚拟变量(S)来分析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异质性。 本文以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比重来衡量该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67-68] ,并按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中位数将总体样本分为服务业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区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虚拟变量 S 取 1,对服务业发展水

平较低地区虚拟变量 S 取 0,具体结果见表 3。 回归结果显示,在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服

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更大。 可能的原因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交通、网
络等基础设施,并且这些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这些为数字经济与生产要素融合以

及对产业渗透提供了良好基础,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推动数字经

济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27] ,从而能较大程度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表 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教育水平 城市规模 服务业发展水平

Digt -0. 083∗∗ -0. 093∗∗ -0. 136∗∗ -0. 110∗∗∗

( -2. 13) ( -2. 15) ( -2. 02) ( -3. 31)

Digt × G -0. 037∗

( -1. 96)

G
 

-0. 377∗∗

( -2. 05)

Digt × E -0. 047∗

( -1. 84)

E
 

-0. 018

( -0. 71)

Digt × C -0. 072∗

( -1. 71)

C
 

-1. 266∗∗∗

( -3. 06)

Digt × S -0. 037∗

( -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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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教育水平 城市规模 服务业发展水平

S
 

-0. 438∗∗

( -2. 01)

时间 /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232 2
 

232 2
 

232 2
 

232

R2 0. 273　 　 0. 274　 　 0. 205　 　 0. 280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经济形态,在对其进行测算过程中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以及在研究其

对服务业“成本病”过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而导致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 对内生性问题常用

的解决方法是选取适当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庞瑞芝和李帅娜(2022) [34] 、戴魁早等(2023) [27] 的做法,采用

1984 年各城市邮电历史数据和 2005 年城市层面的 IT 指数①构建工具变量。 其逻辑在于,其一,1984 年各城

市邮电设施的建设情况以及 2005 年城市层面的 IT 指数可以反映出当地信息技术禀赋的历史,满足工具变

量的相关性;其二,固定电话、信筒信箱等传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城市层面的历史 IT 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样本期内产业发展、结构、生产率等的直接影响较小,只能通过其升级的形态即数字经济来影响产业,满
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基础样本数据是基于时间—城市双维度变动的面板数据,而各城

市 1984 年的邮电历史数据和 2005 年城市层面的 IT 指数是截面数据,为了满足基础样本数据和工具变量之

间的匹配性,本文借鉴纳恩和钱(Nunn
 

&
 

Qian,2014) [69] 的处理方式,以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据来体

现工具变量的时变性。 具体处理方法为:采用样本期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分别与各城市

1984 年每万人邮局数量、2005 年城市 IT 指数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指数的工具变量 1 和工具变量 2。 表 4
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Anderson

 

canon.
 

corr. LM)和弱识别检验(Cragg-Donald
 

Wald
 

F)证明了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 4 工具变量 1 和工具变量 2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

对“成本病”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且为负,进一步印证了表 2 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工具变量 1 工具变量 2

Digt ΔTfp Digt ΔTfp

Digt -0. 870∗∗∗ -0. 425∗∗

( -2. 76) ( -1. 99)

IV 0. 588∗∗∗ 0. 025∗∗∗

(5. 65) (5. 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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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戴魁早等(2023) [27] 的做法,利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中反映 2005 年中国城市技术禀赋的相关指数进行构建。 具体做法

为:首先,将调查报告中同一城市的“接受正规 IT 培训的劳动力比例”和“经常性使用计算机的员工比例”两个变量分别取均值,然后再将两变

量相加得到该城市的最终 IT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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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工具变量 1 工具变量 2

Digt ΔTfp Digt ΔTfp

时间 /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818 1
 

818 943 943

R2 0. 203　 　 0. 400　 　

Anderson
 

canon.
 

corr.
 

LM 26. 344 29. 709

[0. 000]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 46. 288 54. 030

{16. 38} {16. 38}

　 　 注:中括号内数字为 P 值,大括号内数字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2. 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一是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Super
 

CCR 模型重新测算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 Malmquist 指数,可以有效解决多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同时为 1 的问题;二是在 DEA-EBM 模型的基础

上利用 Malmquist 指数测算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率,EBM
 

模型是一种综合径向和 SBM 的混合距离模

型,可以提升模型测算的精确度。 表 5 结果显示,利用 Super
 

CCR 模型和 DEA-EBM 模型测算的制造业和服

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率进行重新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经济依然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2)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稳健性检验。 一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将数字经济测度方法由变异系

数法调整为主成分分析法。 由表 5 可以发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数字经济指数依然可以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 二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戴魁早等(2023) [27] 的研究,选取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

联网+”数字经济指数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该指数从 2015 年开始发布,
故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 2015—2019 年。 表 5 结果显示,以“互联网+”表示的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 三是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

建设、应用、迭代优化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都需要较长时间,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率的提

升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70-72] 。 基于此,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回归。 表 5 结果显示,数
字经济滞后一期后仍然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四是采用数字经济指标的子维度分别对被解释变

量进行回归。 表 5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各个子维度依然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3)其他稳健性检验。 一是剔除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考虑到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方面

拥有相对优势,可能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不准确。 为了排除这种干扰,本文将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剔除,将剩

余的地级市样本进行重新回归分析。 表 5 结果显示,当剔除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后,数字经济依然能够缓解

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二是增加控制变量,现有文献在选取控制变量时还考虑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服务

业生产率及“成本病”的影响,但是考虑到金融业本身就属于服务业,有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故在基准回

归模型中并未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在内,然而结合现有文献做法,本文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纳入计量

模型后重新回归。 表 5 结果显示,考虑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后,数字经济依然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问题。

从表 5 的回归结果来看,不论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方法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还是

剔除省会、直辖市相关数据或增加控制变量,结果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进一步印证了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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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成本病”这一结论。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其他稳健性检验

Super-CCR EDA-EBM
更换测算

口径

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数字基础

设施
数字产业化

剔除省会、
直辖市

增加控制

变量

Digt -0. 185∗ -0. 153∗∗ -0. 085∗∗ -0. 221∗ -0. 041∗ -0. 070∗ -0. 093∗∗ -0. 091∗∗ -0. 103∗∗

( -1. 90) ( -1. 99) ( -2. 14) ( -1. 74) ( -1. 69) ( -1. 68) ( -2. 12) ( -2. 23) ( -2. 25)

Edu -0. 0780∗ -0. 093∗ -0. 045 -0. 083∗∗ -0. 094∗ -0. 057 -0. 069∗ -0. 011∗∗ -0. 093∗

( -1. 94) ( -1. 67) ( -1. 41) ( -2. 29) ( -1. 83) ( -1. 59) ( -1. 83) ( -2. 45) ( -1. 68)

Gdp -0. 110∗ -0. 011∗ -0. 152∗∗ 0. 022 -0. 015∗∗ -0. 157∗∗∗ -0. 145∗∗ -0. 186∗ -0. 177∗

( -1. 71) ( -1. 86) ( -2. 12) (0. 43) (2. 25) ( -2. 73) ( -2. 11) ( -1. 79) ( -1. 76)

金融发展 0. 043∗∗

(2. 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232 2
 

232 2
 

232 1
 

240 1
 

984 2
 

232 2
 

232 1
 

971 2
 

232

R2 0. 472　 　 0. 419　 　 0. 290　 　 0. 113　 　 0. 308　 　 0. 278　 　 0. 290　 　 0. 479　 　 0. 291　 　

　 　 (四)机制路径检验

根据理论模型的相关假设和结论可知:(1)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劳动要素投入结构、赋能劳动要素、提升

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等途径对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提升作用,进而起到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作用;(2)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改变、重塑资本要素形态等途径对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速产生更大影响,进而有可能加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通过劳动要素和资

本要素对服务业“成本病”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效应,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与劳动要素

的交互项(Digt×Labor)来考察数字经济与劳动要素结合对服务业“成本病”的效应;引入数字经济与资本要

素的交互项(Digt×Capital)来考察数字经济与资本要素的结合对服务业“成本病”的效应。 劳动要素(Labor)

用城市全社会就业人数取对数衡量,资本要素(Capital)用城市资本存量取对数来衡量。 具体估计结果见

表 6。

表 6 显示,数字经济与劳动要素的交互项(Digt×Labor)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经

济通过作用于劳动要素缓解了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数字经济与资本要素的交互项(Digt×Capital)系数显

著且为正,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资本要素,加剧了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2

和假设 3,即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劳动要素会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生更大的提升作用,进而起到缓

解“成本病”的作用,而通过影响资本要素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生更大的提升作用,进而有可能

加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服务业“成

本病”问题,地区研发水平的提升会加剧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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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路径检验

变量 数字经济与劳动要素结合 数字经济与资本要素结合

Digt -0. 089∗∗ -0. 090∗∗

( -2. 07) ( -2. 06)

Digt×Labor -0. 000∗∗

( -2. 21)

Digt×Capital 0. 014∗∗

(2. 45)

Edu
 

-0. 258∗∗ -0. 302∗∗

( -2. 48) ( -2. 57)

Gdp -0. 151∗∗ -0. 135∗

( -2. 13) ( -1. 95)

Gov
 

0. 037 0. 013

(0. 28) (0. 09)

Trade
 

-0. 057 -0. 030

( -0. 71) ( -0. 36)

Urb 0. 004 0. 005

(1. 36) (1. 44)

R&D
 

1. 806∗∗ 1. 690∗∗

(2. 26) (2. 16)

常数项
 

1. 015∗∗ 1. 101∗∗

(2. 12) (2. 17)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232 2
 

232

R2 0. 293　 　 0. 289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推演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机理路径,将数字经济指标引入生产函

数中,分析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影响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进而影响服务业“成本病”问题。 本文理论模型显

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加剧或者缓解,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

如果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综合影响大于其对资本要素的综合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将有助于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反之,如果数字经济对资本要素的综合影响大于其对劳动要素的综合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发

展可能会加剧服务业“成本病”。

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样本研究期间

(2011—2019 年),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缩小了服务业与制造业 TFP 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能有效地缓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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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存在的“成本病”问题。 (2)数字经济在缓解“成本病”方面存在异质性。 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

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缓解作用更强;从地区教育水平看,地区教育水平

越高,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越大;从城市规模看,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

病”的影响越强;从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来看,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激发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

“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以上研究发现为中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克服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提供一些

启示: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

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极大提升了各行各业的生产率。 有必要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支持

相关部门完善和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宽带和数据服务覆盖网络建设滞后的地区,加大新型数字基

础投资力度、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向有条件的地区延伸,尽可能实现更广范围、更多层次的网络覆盖,加快补

齐数字经济落后地区数字基础水平相对落后的短板,有效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第二,鉴于劳动要素以及地区教育水平在数字经济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重要性,各地区政府部

门和企业在推广和普及数字技术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数字化教育投入,提升服务业从业者数字化工作

能力。 在推进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同时,拓展数字资源获取渠道,提升数字教育培训能力和水平,

加强对服务业从业者的数字化工作能力培训,提升劳动要素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赋能服务业

转型升级和生产率提升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实现以数字化发展缓解甚至克服服务业“成本病”,推动现代服

务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三,推进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谨防出现数字鸿沟现象。 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产生数字鸿沟的概率很高,并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都有可

能造成数字鸿沟。 一方面,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进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借助数字技术构

建区域协同发展网络,加强地区间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与合作,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避免地区间数

字鸿沟的出现。 另一方面,要注意数字经济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差异,既要有效提高数字技术设备制造能力,

提升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有效融合,又要推进数字技术与政务、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缩小产业

间的数字化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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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service
 

industry-dominated
 

economic
 

structure,
 

Baumol’s
 

cost
 

diseas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r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enhancing
 

the
 

service
 

industry’ 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llevi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become
 

crucial
 

to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eanwhil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to
 

overcome
 

Baumol’s
 

cost
 

disease,
 

making
 

it
 

essential
 

to
 

study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mitigating
 

or
 

even
 

elimin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Baumol’ s
 

cost
 

diseas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by
 

construct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eoret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allevi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apital
 

and
 

labor
 

factors.
 

Then,
 

based
 

on
 

the
 

prefectural-level
 

data
 

from
 

2011
 

to
 

2019
 

in
 

Chin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with
 

a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narrows
 

the
 

gap
 

betwee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rates
 

of
 

the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dicating
 

the
 

mitigation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Baumol’s
 

cost
 

diseas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owever,
 

this
 

mitigation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and
 

more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size,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elevates
 

the
 

TFP
 

growth
 

rat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y
 

influencing
 

labor
 

factors,
 

thus
 

mitig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However,
 

it
 

promotes
 

the
 

TFP
 

growth
 

rat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influencing
 

capital
 

factors,
 

thus
 

exacerb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crease
 

the
 

corresponding
 

investment
 

in
 

digit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all
 

regions,
 

so
 

as
 

to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the
 

digital
 

divide
 

phenomeno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wofold.
 

First,
 

it
 

construct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Baumol’ s
 

cost
 

diseas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examine
 

the
 

issue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econd,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from
 

a
 

single
 

sector
 

to
 

multiple
 

sectors,
 

incorporating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TFP
 

growth
 

rates
 

of
 

these
 

industries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ransform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economy
 

unde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ervice
 

industry;
 

Baumol ’ s
 

cost
 

disea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姜　 莱

47


